
第46卷  第7期  2024年7月 2024，46（7）：1252-1264
Resources  Science
Vol. 46，No. 7 Jul.，2024

http://www.resci.cn

引用格式：韩先锋, 肖坚, 李勃昕 . “创新-金融”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降碳效应[J]. 资源科学, 2024, 46(7): 1252-1264. [Han X F, 

Xiao J, Li B X. Synergis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finance” policy instrument portfolio[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7): 1252-1264.] DOI: 10.18402/resci.2024.07.02

“创新-金融”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降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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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日益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本文旨在从政策工具组合的视角出发，探

究“创新-金融”政策组合如何影响城市碳排放，从而为实现“双碳”目标以及构建高效政策协同路径提供政策性建

议。【方法】本文基于 2006—2020 年中国 27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双试点”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了“创新-金融”跨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降碳效应。【结

果】①“双试点”政策协同显著有利于碳减排，且其能发挥比“单试点”政策更为明显的降碳效果，以上结论在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②“双试点”政策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快人才集聚来间接降低碳排放；③“双试点”

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行政等级较高以及官员任期较短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且在先开展促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再进行创新型城市建设情景下存在更为明显的协同降碳效应。【结论】应积极发挥“创新-金

融”政策组合效能，加快释放政策协同的降碳红利，为实现“双碳”目标探寻政策协同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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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做出了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

诺。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长期以

来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导致中国降

碳进程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和成本高等一系列难

题，使得现阶段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难以

“立竿见影”。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城

市试点政策就为改善环境、加快降碳提供了一种新

的解决思路。事实上，过去 40年间，中国政府共出

台了多达 652项试点政策[1]，使得这些政策既呈现聚

集于少数城市的扎堆现象，又不可避免地在相同地

理空间上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交互重叠。值得注意

的是，关于如何降碳的前沿研究多聚集于观察单一

试点政策的降碳效能，却忽略了不同试点政策之间

可能存在的联动特征。因此，如何基于激励方式、

考核目标和运行规制，探寻发挥城市跨政策工具组

合的协同效应成为降碳的重要突破口。其中，创新

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是政府为提高国

家创新能力、缓解创新融资约束而开展的两项关联

度高、特色鲜明的政策试验，分别在实现“双碳”目

标中扮演着技术驱动和金融支持的关键角色。比

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双试点”城市已在依托金融

创新加快利用新能源、清洁能源，以及利用绿色技

术创新促进低碳转型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无

形中为挖掘政策协同降碳提供了难得的“试验田”。

关于如何推动碳减排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

注的焦点，现有文献已从数字金融[2]、全球价值链嵌

入[3]、财政分权[4]、技术创新[5]等视角提供了宝贵的意

见。在环境政策评估领域，大多数文献讨论了低碳

城市[6]、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7]、节能减排财政政

策综合示范城市[8]等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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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创新型城市的碳减排效

应尚未引起充分关注。对于前者，江三良等[9]认为，

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政

策可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汪克亮等[10]研究发

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可通过促进金融发

展、激发技术创新以及扩大经济规模等路径来改善

环境；对于后者，张华等[11]指出，创新型城市可推动

创新要素集聚，驱动城市转向更为低碳化的发展方

式，从而降低碳排放。杨膨宇[12]考察表明，创新型城

市会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且这种积极作用存

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政策会带动 150 km 至 250 km

内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改善。总体看来，已有研究虽

为本文分析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上述文献未能从多

试点协同视角评估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目前从协同视角评估政策效应的研究较为少见，个

别文献虽基于“双试点”维度讨论了低碳城市和创

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13]，但对该问

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甚至还有研究得出了完全相

反的结论。比如，Zhang等[14]的研究表明，低碳城市

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政策在促进绿色创新方面

存在互斥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未有文献开始

关注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这项

“创新-金融”政策组合的协同降碳问题。

本文以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双

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其对城市碳排放的基本

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不仅可为中央及

地方统筹发挥跨政策工具的协同降碳效能提供参

考，还对加快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城市绿色低碳

转型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

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从“双试点”视角考察了“创新-
金融”跨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降碳效应，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了基于“单试点”视角进行政策评估可能

出现的偏误及局限，也为政府统筹发挥试点政策的

协同效能提供了一种新思路；②挖掘“双试点”政策

实现协同降碳效应的内在机制，从绿色技术创新和

人才集聚两个维度验证“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的

传导效应，尝试探索“双试点”政策协同发挥降碳效

应的可靠路径；③从试点政策实施顺序、资源依赖、

行政等级以及官员任期差异角度探究“双试点”政

策降碳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为更加因地制宜地实施

“双试点”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2.1  制度背景

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为推动城市新旧动能

转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重大政策试验。

2006年 1月，国务院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计划，

并强调要把“绿色低碳”作为创新型城市的建设目

标。在中央政策指引下，包括武汉、深圳等城市纷

纷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而深圳也于 2008年

6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正式成为第一个创新型试点

城市，并由此拉开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序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支柱，也是创新活动不可缺

少的要素。为克服低碳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政府进一步出台了促进科技

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第一批试点政策于 2011年在

天津、上海、南京等 41个城市启动，期间各试点城市

共出台了多达 350 多项科技金融政策，不断为低碳

产业发展筑牢来自金融端的增长引擎。为进一步

深化金融支持并促进创新发展，郑州、厦门和宁波

等 9座城市被纳入第二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试

点城市名单，为培育低碳产业、推动节能减排等提

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

截至 2022 年，全国范围内共有 37 座城市成为

本文讨论的“双试点”城市。而由于“双试点”政策

建设目标、时间跨度和覆盖范围的实质差异，使得

非常有必要在原有单一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挖掘“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事实上，这两

项试点政策能否产生协同赋能作用一直受到政策

制定者的关注，科学技术部于 2011 年发布的《关于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

干意见》指出，要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方式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就意味

着深化金融支持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支撑。

同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在制定之初就被要

求在创新型城市中优先实现，创新型城市为促进科

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提供了优越的金融环境。这均

为本文探究跨“创新-金融”政策工具组合的协同降

碳效应提供了难得的试验基础。表 1 具体展示了

“双试点”城市名单及政策实施时间。

2.2  研究假说

2.2.1  “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的基本机制

在创新型城市降碳过程中，降低创新人才落户

1253



第46卷 第7期
资  源  科  学

http://www.resci.net

标准、给予财政补贴、扩大财政科技投入和落实优

惠政策等方式，可持续为低碳创新提供动力和要素

支持，从而起到驱动碳减排的作用。而促进科技和

金融结合试点更注重凭借金融市场纾解低碳创新

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分散低碳创新风险，通过促进

低碳产业发展来实现碳减排。首先，鼓励和支持低

碳企业进入新三板、中小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有

效增加企业融资多元化程度，一定程度上转变企业

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缓解银行主导的信贷

融资体系下资金向高碳行业集中的矛盾[15]；其次，专

利质押、股权质押等一系列金融产品，能为尚处于

种子期、成长期的低碳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有效缓

解企业成本与收益不匹配的现实矛盾；最后，科创

风险分散机制、科创保险服务也可克服低碳创新的

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因此，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

和金融结合试点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双碳”目

标实现。

进一步，“双试点”政策具有更有效的协同降碳

效应。创新型城市在碳减排过程中面临着因政企

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一方

面，宏观层面难以分辨真正需要支持的低碳企业或

项目，基于对低碳创新风险和收益的考量，相关优

惠政策可能会集中于与政府有紧密关联或收益预

期较高的少数大型企业[16]，从而产生逆向选择，这不

仅对整个行业产生扭曲激励效应[17]，也加剧了中小

型企业的低碳创新风险。此时，专利质押、股权融

资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可缓解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

导致的资金供需错配，科创风险分散机制也能克服

逆向选择下降碳与发展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现阶

段低碳创新成本居高难下的情形下，企业有因经营

压力而将财政补贴用于其他用途的道德风险[18]。而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将低碳企业引入资本市

场，通过资本市场上股价波动带来的激励和监督机

制减少低碳创新与碳减排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同

时，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中，金融支持与碳排放的关

系也呈现出异质性规律[19]，当经济处于要素或投资

驱动发展模式时，资本逐利天性以及低碳产业风险

收益之间的不匹配会导致资本的漂绿现象[20]。这就

意味着，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降碳效应更离

不开创新型城市的支持。原因在于，大规模技术创

新改造下生产部门的低能耗会使得这些企业通常

拥有更好的资本市场表现[21]，由此推动了金融机构

投资低碳产业，而居民部门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也能

促使金融资本向低碳产业倾斜，从而有效为金融赋

能碳减排提供制度和方向指引。因此，“双试点”政

策通过实现政策驱动和金融支持的互补作用，在克

服创新政策驱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同时，不断

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持续支持低碳领域，从而发挥

协同降碳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双试

点”政策可协同实现降碳效应。

2.2.2  “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的传导机制

一般而言，技术和人才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

绿色转型的根本内生动力，因此从绿色技术创新和

人才集聚两个维度探究“双试点”政策发挥协同降

碳效应的传导机制。

（1）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双试点”政策有利于

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体表现为：创新型城市

建设中政府的信号效应可在一定程度为金融资本

投资指引方向，并通过促进科技和金融试点建设的

多元化融资渠道，实现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为绿

色技术创新提供政策保障和融资支持，从而驱动绿

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进一步，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提

高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并减少新型清洁能

源的推广和使用成本，加快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

的开发利用，由此起到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消

费结构的作用[22]。同时，绿色技术创新既有助于产

业结构向更清洁化、低碳化转型，也能够为以碳捕

获、碳封存为代表的末端治理渠道提供技术支撑，

并最终赋能“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

（2）人才集聚机制。“双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政

表1   “双试点”城市名单及政策实施时间

Table 1   List of “dual pilot” citie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ime

城市

重庆、宝鸡、连云港、苏州、天津、镇江、西

安、常州、无锡、成都、深圳、南京、长沙、大

连、上海、北京、武汉

南通

盐城、扬州、杭州、湖州、青岛、泰州

包头、宁波、贵阳、银川、厦门、郑州、南昌、

沈阳、济南

徐州、东莞、芜湖、佛山

政策实施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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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驱动和金融支持的协同作用吸引和聚集人才。

具体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融资支持和风

险分散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碳行业的融资

约束和创新风险，推动低碳行业均衡发展并激发其

对低碳创新人才的需求。而创新型城市亦能发挥

创新政策驱动优势，降低人才引进与落户标准，并

通过财政和政策支持，给予绿色人才适当的工作平

台、住房、教育与医疗补贴，为其解决后顾之忧，从

而协力加快创新人才集聚。进一步，创新人才集聚

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路径，大量创新人才可高效分

享专业知识、降低信息交流成本，既有助于推动产

学研有机融合，也能在持续降低低碳创新成本的同

时不断提升技术扩散效果；另外，创新人才集聚也

有助于传播绿色低碳理念，使得生产部门和居民部

门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为低碳环保，从而实现协同

降碳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双试点”政策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

加速人才集聚来减少城市碳排放。

2.2.3  “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的空间异质性

由于不同城市间显著的自然禀赋、历史人文以

及行政沿革差异，“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可

能出现空间差异。因此，本文从资源禀赋、行政等

级和官员任期差异视角考察“双试点”政策协同降

碳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具体分析如下：

（1）资源禀赋差异。自然资源分布的客观差异

使得部分城市形成了以自然资源为主导的产业结

构，并产生了诸如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以及过

度依赖自然资源等弊端，由此可能会影响“双试点”

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具体地，资源型城市经过长

时间发展，不仅政策、财政以及金融支持等增长要

素长期集中于风险低、收益高的高碳行业，而且长

期依赖资源的单一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挤压着低碳

产业发展空间[23]，导致短期内“双试点”政策缺乏内

生动力去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因此，相对于非

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更难以有效发挥“双试点”

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

（2）行政等级差异。城市间行政等级差异对地

区间的资源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行政等

级更高的城市可以自主出台更优惠的政策，并通过

加大补贴力度来保持对低碳创新人才、低碳创新要

素的吸引；另一方面，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往往具

有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服务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

平，其多元化的产业层次和较低的信息交流成本也

能促使低碳要素和金融资源向这些城市集中[24]。而

与之相对应的低行政等级城市则缺乏必要的资源

来响应“双试点”政策，从而使“双试点”政策的协同

降碳效应在城市行政等级上体现出一定差异。

（3）官员任期差异。任期考核制下地方官员发

展经济的能动性缔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任

期考核的短期性也与试点政策的长时间、高成本特

点存在一定冲突[25]。具体而言，在地方官员任期之

初，其可预见的短期内晋升概率较低，随之产生的

短期考核压力也相对较小，因此其通常更有意愿调

度地方资源支持长期试点建设；而随着在任时间变

长，晋升和考核压力也随之凸显，在以经济建设为

主要竞争标尺的考核制度下，主政官员往往倾向于

将资源配置于能够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明显拉动

的高污染、高排放等短平快领域，进而使得“双试

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在不同官员任期下呈现出

异质性规律。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H3：“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会因城市之

间资源禀赋、行政等级和官员任期差异而呈现出空

间异质性。

3   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3.1  模型构建

3.1.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双试

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Yit = α0 + α1cipmit + α2 Xit + λi + timei + εit （1）

式中：Yit为 i城市 t年的碳排放水平；cipmit为本文的

核心解释变量，即“创新-金融”政策工具组合“双试

点”；Xit为影响碳排放的控制变量；λi为城市不可观

测的个体效应；timei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

动项；α0为常数项；α1为反映“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碳

排放的影响系数，如果 α1的系数小于 0，则符合假设

H1，即“双试点”政策具有协同降碳效应；α2为控制

变量的影响系数。同时，为减少异方差干扰，本文

所有实证均使用聚类至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

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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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

模型如下：

Yit = β0 +∑ s = -6

9 βs Ds
it + β1 Xit + λi + timei + εit（2）

式中：β0为常数项；βs为“双试点”政策实施后第 s年

的动态效应；β1 为控制变量影响系数；Ds
it 为“双试

点”政策实施后第 s 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

变量的交乘项。

3.1.3  空间异质性检验模型

本文引入虚拟变量交互项检验“双试点”政策

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Yit = δ0 + δ1cipmit + δ2cipmit × Pocitionit + δ3Treati ×

Positionit + δ4 Postit × Positionit +                 

            δ5 Xit + λi + timei + εit （3）

式中：δ0为常数项；δ1和 δ2为“双试点”政策在不同空

间异质性情况下的估计系数；δ3和 δ4分别为 Treati×

Pocitonit、Postit×Pocitonit的估计系数；δ5为控制变量

影响系数。Pocitonit为划分资源禀赋、行政等级和

官员任期的哑元变量，具体划分方法分别为：按照

国务院出台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规划（2013

—2020）》中的划分标准，资源型城市的 Pocitonit为

1，非资源型城市为 0；按照是否为直辖市、省级城

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为标准

来判断城市的行政等级，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则为高

行政等级城市，其 Pocitonit为 1，反之为低行政等级

城市，其 Pocitonit为 0；按照市委书记任期是否大于

等于 4年作为判断地方官员任期长短的依据，将任

期大于等于4年城市的Pocitonit设为1，反之则为0。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06—2020 年中国 273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因数据缺失，未包含

港澳台、西藏地区，以及吐鲁番、铜仁、毕节等城

市）。其中，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数据来

自《中国电力年鉴》，全社会电力、天然气及液化石

油气使用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用于辅

助测试的碳排放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

库》（https://www.ceads.net.cn），数据截至 2019年，为

匹配主要变量的研究期限，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至

2020 年。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自各城市政府在政

府工作报告所制定的预期增长目标，城市绿色专利

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其余变量原始数据均来

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由于《中国电力年鉴》最新数据更新至 2020 年，因

此，最终选取了 2006—2020年中国 273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3.2.2  变量说明

首先，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碳排放水平

（carbon）。借鉴韩峰等[26]对地区碳排放水平的测算

方法，立足于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现状，通过

换算全社会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以及火电消耗总量

得到地区碳排放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I = Cn + Cp + Ce = κEn + γEp + ϕ ( )η × Ee （4）

式中：I 是城市碳排放总量（kg），可以根据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以及火电这 3类能源使用量分解为 Cn、

Cp、Ce。En为天然气消费总量（m3）；碳排放系数 κ为

2.1622 kg/m3；Ep为液化石油气消费总量（m3）；碳排

放系数 γ为 3.1013 kg/m3；Ee和 η分别为城市电力消

耗总量（kW·h）以及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

例，二者相乘得到城市火电消耗量；ϕ为煤炭燃烧

链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折合等效二氧化碳为 1.3203 

kg/kW·h。为缓解异方差问题，对得到的碳排放数

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同时，为避免碳排放统计口径

和测算方法不同可能产生的回归偏误，还使用Shan

等[27]的方法构建了碳排放的辅助指标（carbon_s），

同样对该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其次，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双试

点”（cipm）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Treati与 Postit

乘积。如果城市在当年及以后年度成为“双试点”

城市，则其Treati赋值 1并列入实验组，否则为 0且列

入对照组，实验组实施“双试点”政策当年及以后年

份 Postit赋值 1，由于“双试点”政策于 2011年开始实

施，故对照组 Postit在 2011 年前赋值 0，2011 年后赋

值 1。按照此识别策略一共产生了 37 个“双试点”

城市。

再次，本文的机制变量分别为绿色技术创新和

人才集聚。参照金培振等[28]的方法，采用每万人绿

色专利授权量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gti）；使用王猛

等[29]测算地区创新人才集聚的方法，将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教育业，金融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个行业总

就业人口与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为人才集聚（fl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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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变量。

最后，为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本文加入了若

干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

取人均GDP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②对外

开放水平（open），以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总额与

GDP的比值来表征；③经济增长目标（mb），使用政

府年初工作报告中的预期增长目标作为代理变量；

④城镇化水平（urb），使用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作为城镇化水平的代理变量；⑤政府规模

（gov），选取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 GDP 的比重

来反映；⑥产业结构（ind），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4   结果与分析
4.1  识别假设检验

在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前需要进

行识别假设检验，以此确保“双试点”政策的外生

性。因此，这里分别引入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

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方面，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对“双

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

体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所示。可以观察到，

“双试点”政策启动前，其对碳排放的政策冲击均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碳排

放水平在“双试点”政策启动前保持了相同趋势。

分析动态效应发现，“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

具有动态变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对碳排放

水平的抑制作用趋于显著加强。

安慰剂检验方面，随机抽取政策时间和 37 个

“双试点”城市，重复 500次来得到伪“双试点”政策

的政策冲击效应，以此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虚线反映了真实“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效

应的估计系数大小，而伪“双试点”政策估计系数的显

著性和大小均显著异于真实“双试点”政策，这表明

本文研究结果受不可观测的潜在因素影响不大。

4.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模型 1、2分别为加入和不加入控制变量的

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双试点”政策发挥了显著

的协同降碳效应。同时，为更加准确地识别“双试

点”政策与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联，并排除试点政

策可能带来的前置政策效应，参考韩先锋等[30]的做

法，主要采用如下识别策略：剔除仅成为“单试点”

城市的 399个观测值，得到以“双试点”城市样本为

实验组，“无试点”城市样本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

具体结果如模型 3和模型 4所示。模型 1-4的回归

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水

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H1。

以模型 3的估计结果可知，在排除“单试点”政策可

能带来的前置政策效应后，相较于非“双试点”城

市，“双试点”政策可以推动所在城市降低 24.7% 的

碳排放水平，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4.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加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在前文平行

趋势和安慰剂检验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倾向得分匹

配估计、随机调整样本区间、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

扰、被解释变量时滞处理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 5种

稳健性检验（表 3）：①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使用倾

向得分匹配结合 DID（PSM-DID）方法来消除自选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图2   安慰剂检验

Figure 2   Placeb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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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偏差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模型 1、2分别展示

了采用逐年PSM-DID和截面PSM-DID两种方法的

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仍可显著降低城

市碳排放水平。②随机调整样本区间。将样本区

间随机调整为 2009—2019年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

模型 3的结果说明“双试点”政策可降低城市碳排放

水平的结论保持稳健。③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低碳城市和节

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试点虚拟变量，模

型 4的结果说明，在排除同期政策干扰之后，“双试

点”政策仍能实现显著的协同降碳作用。④被解释

变量时滞处理。使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

两期来替换被解释变量，模型 5、6的结果说明，在对

被解释变量进行时滞处理后，“双试点”政策对城市

碳排放的影响仍显著为负。⑤替换被解释变量。

使用辅助碳排放指标（carbon_s）替换被解释变量，

估计结果见模型 7。此外，考虑到使用线性插值法

进行数据预测可能存在一定偏误，这里使用 2006—

2019年未经线性插值法补齐的辅助碳排放指标进行

回归，具体结果见模型 8，对模型 7、8 进行联合分析

可知，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双试点”政策对碳排放

依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上述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H1。

4.4  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理论假设，采用江艇[31]的实证策略进

行机制分析，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发现，

“双试点”政策可以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加快人

才集聚来实现协同降碳效应，验证了假说H2成立。

4.4.1  驱动绿色技术创新

模型 1 的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可显著地驱

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考虑到绿色发明专

利从申请到获得有一定的时滞性，使用每万人绿色

发明专利申请量（gtis）进行辅助测试，模型 2估计结

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对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表3   稳健性检验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变量

cipm

lcp

gfp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模型1

carbon

-0.219***

(-3.34)

yes

yes

yes

2796

0.720

模型2

carbon

-0.238***

(-3.72)

yes

yes

yes

3511

0.706

模型3

carbon

-0.181***

(-2.97)

yes

yes

yes

2636

0.655

模型4

carbon

-0.221***

(-3.28)

-0.041

(-0.85)

-0.147***

(-2.66)

yes

yes

yes

3696

0.704

模型5

carbon

-0.202***

(-3.52)

yes

yes

yes

3423

0.682

模型6

carbon

-0.170***

(-3.40)

yes

yes

yes

3150

0.664

模型7

carbon_s

-0.190***

(-2.81)

yes

yes

yes

3696

0.679

模型8

carbon_s

-0.172**

(-2.49)

yes

yes

yes

3471

0.655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cip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模型1

carbon

-0.215***

(-3.32)

yes

yes

yes

4095

0.703

模型2

carbon

-0.248***

(-3.88)

no

yes

yes

4095

0.692

模型3

carbon

-0.247***

(-3.66)

yes

yes

yes

3696

0.703

模型4

carbon

-0.270***

(-4.17)

no

yes

yes

3696

0.691

注：***、**、*依次为1%、5%、10%水平下显著；( )内数值表示 t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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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能起到显著的驱动作用。事实上，绿色技术创

新是实现碳减排的主要动力，其能明显有利于风

能、生物能以及核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通过

优化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直接减少

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并且，绿色技术创新

还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碳捕获和封存

（CCS）技术以及供应绿色节能产品等方式间接助力

“双试点”的协同降碳效应。

4.4.2  加快人才集聚

模型 3 的回归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能够起

到加快创新人才集聚的作用。考虑到促进科技和

金融结合试点可能会引发金融领域对人才需求的

扩大，并且吸引有能力进行低碳创新的人才投身金

融领域[32]，进一步挤占低碳领域的人才储备，为分析

“双试点”政策是否能引导人才流向对技术进步贡

献更高的创新部门，克服人才向金融部门过度集中

的现实问题，剔除金融业从业人数来重新计算创新

人才集聚水平（flof）并重新回归，可以发现模型 4变

量 flof 的估计结果没有本质变化。这说明，“双试

点”政策在人才集聚上发挥了一定的协同作用，促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能有效激发对创新人才的

需求，而创新型城市通过一系列生活补贴、人才激

励等措施，可有效引导人才流入创新部门，一定程

度上避免有低碳创新潜力的人才盲目向高薪金融

部门流动。进一步，人才集聚在知识共享、专业化

分工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人才集聚的溢出效应下，低碳绿色的生产、生活

方式得到共享和传播，进而赋能“双试点”政策的协

同降碳效应。

4.5  “双试点”政策协同赋能效果的比较分析

在讨论“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之前，有

必要分析“单试点”政策的降碳效应。这里剔除了

所有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构建以创新型

城市“单试点”样本为实验组，“无试点”城市为对照

组的样本结构来评估创新型城市“单试点”政策的

降碳净效应。此时变量 icp的估计系数反映了创新

型城市的降碳净效应。同理，tfp估计系数展示了促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降碳净效应。表 5模型 1

和模型 2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与促进科技

和金融结合试点均能实现显著的降碳效应。

进一步地，参考孟望生等[33]的方法，遵循重构样

本结构的识别策略来捕捉“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

碳效应：剔除所有“无试点”城市样本，仅保留已经

成为创新型城市或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城

市样本，构建出以“双试点”城市为实验组，“单试

点”城市为对照组的样本结构，并对实验组和处理

组进行差分估计，捕捉“双试点”政策发生后，“双试

点”城市相对于“单试点”城市所产生的降碳效应。

此时，变量 cipm的估计系数反映了排除“无试点”城

市后，“双试点”政策的降碳净效应。具体估计结果

如表 6 所示。模型 1、2 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单试

点”政策，“双试点”政策可以发挥更为有效的降碳

效应。

同时，为考察“双试点”政策是否会对不同“单

试点”城市产生异质性的协同降碳效应，在上文构

建的“单试点”和“双试点”样本结构的基础上，剔除

已经成为创新型城市但未能成为“双试点”的城市

样本，得到“双试点”城市为实验组，促进科技和金

表4   影响机制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变量

cip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模型1

gti

1.024***

(6.85)

yes

yes

yes

3696

0.653

模型2

gtis

1.604***

(6.10)

yes

yes

yes

3696

0.620

模型3

flo

0.004***

(2.90)

yes

yes

yes

3696

0.289

模型4

flof

0.003**

(2.36)

yes

yes

yes

3696

0.210

表5   “单试点”政策减排净效应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net effect of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single pilot” policy

变量

icp

tfp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模型1

创新型城市净效应

carbon

-0.218***

(-3.38)

yes

yes

yes

3375

0.712

模型2

促进科技和金融

结合试点净效应

carbon

-0.113*

(-1.65)

yes

yes

yes

2985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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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结合试点城市为对照组的样本结构，从而进一步

差分出“双试点”相对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

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同理，按照上述步骤也可以捕

捉相对于创新型城市“单试点”，“双试点”政策所产

生的降碳效应。表 6 模型 3-6 的结果表明，当对照

组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单试点”城市时，“双试

点”政策可以发挥显著的降碳作用，但“双试点”对

已经成为创新型城市样本的降碳效应尚未体现。

进一步，本文拟从“单试点”政策实施的顺序异

质性角度，探究实施“双试点”政策的最佳路径。

采用如下识别策略来探究“单试点”政策的实

施顺序差异是否会干扰“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

效应：仅保留“双试点”城市中先成为促进科技和金

融结合试点的城市，此时，变量 cipm 的估计系数反

映了先成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再成为创新

型城市样本的降碳效应，同理，按此方法仅保留“双

试点”城市中先试点创新型城市的样本，也可识别

出先试点创新型城市再实施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试点对碳排放的影响。对表 7模型 1-4进行联合分

析发现，先实施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再进行

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更有效地发挥“双试点”政策的

协同降碳效应。

4.6  “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由于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路径由于历

史因素、自然禀赋等原因具有显著差异，导致“双试

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应可能由此产生异质性。表

8 汇报了“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效应的空间异

质性。

4.6.1  资源禀赋异质性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在

资源型城市中并未产生显著的协同降碳效应。出

现该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地方

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的问题，仅依靠试点

政策驱动来实现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客观上缺乏

一定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源型城市已经形成了较

为牢固的就业结构、社会业态，短期内转变城市发

表6   “双试点”政策协同降碳净效应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net effect of the “double pilot” policy on synergis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变量

cip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单试点”总效应与“双试点”对比

模型1

carbon

-0.123*

(-1.84)

yes

yes

yes

795

0.641

模型2

carbon

-0.137**

(-2.02)

no

yes

yes

795

0.633

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单试点”

与“双试点”对比

模型3

carbon

-0.169*

(-1.93)

yes

yes

yes

506

0.621

模型4

carbon

-0.163*

(-1.88)

no

yes

yes

506

0.593

创新型城市“单试点”与“双试点”对比

模型5

carbon

-0.061

(-1.08)

yes

yes

yes

685

0.702

模型6

carbon

-0.077

(-1.31)

no

yes

yes

685

0.686

表7   政策实施顺序异质性分析

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equence

变量

cipm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先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再创新型城市

模型1

carbon

-0.142*

(-1.74)

yes

yes

yes

110

0.848

模型2

carbon

-0.220***

(-2.97)

no

yes

yes

110

0.731

先创新型城市再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

模型3

carbon

-0.022

(-0.37)

yes

yes

yes

275

0.713

模型4

carbon

-0.006

(-0.09)

no

yes

yes

275

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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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会带来失业加剧等问题，增加社会不稳定因

素。而非资源城市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小，地方政

府能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策引导方向，促进

城市低碳绿色产业发展，从而使得“双试点”政策因

资源禀赋而产生异质性。

4.6.2  行政等级异质性

模型 3、4 的估计结果表明，“双试点”政策对高

行政等级城市起到了有效的协同降碳效应，而在行

政等级较低的城市中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降碳效

应。究其原因，城市行政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扭

曲了低碳创新要素和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并

容易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造成“强者愈强”的马太

效应。高行政等级城市可以持续利用其行政等级

优势，吸引周边较低行政等级城市的低碳创新要素

和金融资本集聚，加速对辖区内低碳产业的培育，

从而完成其对高污染、高碳产业的转型进程。同

时，污染产业由高行政等级城市向周边低行政等级

城市转移的趋势也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34]。

4.6.3  官员任期异质性

模型 5、6 的估计结果表明，相较于官员任期较

短的城市，“双试点”政策在官员任期时间较长的城

市中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较差。出现该现象的原

因可能在于，地方官员会利用其对部分地方资源的

自由配置权来应对晋升和考核压力[35]，比如通过调

控银行信贷、提供土地出让以及实施优惠政策等手

段，可能将政策与金融的支持方向引导至高污染、

高效益产业，从而使“双试点”政策难以发挥相应的

协同降碳效应。

基于上述实证和理论分析，“双试点”政策的协

同降碳效应会因城市资源禀赋、行政等级和官员任

期差异而产生异质性，假设H3得到验证。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

合“双试点”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

差分模型系统分析了“双试点”政策实现降碳的协

同效应、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基准回归表明，“双试点”政策表现出了显

著的协同降碳效应，且采用协同分析策略表明，相

较于单独实施“单试点”政策，协同实施“双试点”政

策的碳减排效果更为明显。

（2）“双试点”政策不仅能直接实现协同降碳效

应，还可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快人才集聚这

2 条路径降低城市碳排放水平，进而间接实现协同

降碳效应。

（3）异质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双试点”政策在

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考虑“单试点”政策的实施顺

序，先进行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建设，再实施

创新型城市政策可以更好发挥“双试点”政策的协

同降碳效应。另一方面，“双试点”政策在非资源型

城市、高行政等级城市以及官员任期较短城市中表

现出更有效的协同降碳效应。

5.2  政策启示

本文评估了跨工具政策组合的协同降碳效应，

对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有序高效的多试点

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体蕴含的政策

启示如下：

表8   空间异质性分析

Table 8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cipm

cipm×Pociton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

城市固定

Obs

R2

模型1

carbon

-0.247***

(-3.35)

-0.001

(-0.01)

yes

yes

yes

3696

0.703

模型2

carbon

-0.277***

(-3.96)

0.072

(0.75)

no

yes

yes

3696

0.691

模型3

carbon

-0.077

(-0.79)

-0.299***

(-2.92)

yes

yes

yes

3696

0.705

模型4

carbon

-0.078

(-0.81)

-0.332***

(-3.11)

no

yes

yes

3696

0.694

模型5

carbon

-0.306***

(-4.38)

0.185***

(5.11)

yes

yes

yes

3696

0.707

模型6

carbon

-0.332***

(-4.97)

0.200***

(5.27)

no

yes

yes

3696

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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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合理发挥“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碳效

应。一方面，“双试点”政策可发挥显著的协同降碳

作用，上级政府可适当扩大“双试点”政策的城市覆

盖范围。在“双试点”政策推广过程中，应首先考虑

实施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再配以创新型城市

的创新政策引领，进而实现“双试点”政策的协同降

碳效应；另一方面，需要在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

点中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进而发挥“双试点”政策

的协同降碳作用。同时，还需出台一系列试点评价

和监测方案，实时检测试点建设进度，确保试点建

设方案落到实处。

（2）畅通“双试点”政策实现协同降碳效应的潜

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和人才集聚是“双试点”政

策发挥协同降碳效应的重要机制，地方政府应加强

对具有“低碳、零碳、负碳”特点的绿色技术创新活

动的补贴和政策优惠力度，借助金融创新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融资优势，发挥金融市场的激励和监督作

用，促进绿色创新驱动稳步发展；另外，地方政府不

仅要保持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稳定在合理区间，

更需要加大对人才的财政补贴力度，逐步落实相关

人才引进、落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快低碳创新

人才向创新部门的流动和集聚速度，从而为有效发

挥跨政策工具协同降碳的“组合效能”创造有利

条件。

（3）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施“双试点”政策。

首先，借鉴高行政等级城市“双试点”建设的经验，

既要扩大“双试点”政策在低行政等级城市中的覆

盖范围，也要倡导、完善公平的要素竞争环境；其

次，非资源城市应加快利用“双试点”政策实现经济

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而资源型城市则应坚持低碳

产业发展和高碳污染产业有序退出与调整这两条

线齐头并进，为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增添内生动力；

最后，应设计多元化官员考核指标，构建包含绿色、

低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晋升指标体系，着重平衡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切实为城市碳减

排提供跨“创新-金融”政策工具组合的叠加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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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finance” policy instrument portfolio

HAN Xianfeng1, XIAO Jian1, LI Boxin2

(1.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intensifying conflicts betwee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he “innovation-

finance” policy portfolio affects urban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 

portfolio, so as to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achieving the “dual carbon” goal and building an 

efficient policy coordination path. [Method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3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 this study used the “dual pilot” of innovative cities 

and the pilot of comb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finance to construct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and used the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synergis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finance” policy instrument portfolio. 

[Results] (1) The synergy of the “dual pilot” policy was significantly conducive to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it can exert a more obviou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than the “single pilot” 

policy, and the above conclusion was still tru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The “dual pilot” 

policy indirect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driv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talent agglomeration; (3) The synergis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dual pilot” 

policy was more obvious in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cities at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cities with shorter tenured officials, and there was a more obvious synergistic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in the scenario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inance 

followed by carrying out innovative city construction.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finance” policy portfolio, accelerate the release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dividends from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xplore an effective path of policy coordination 

to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s.

Key word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portfolio of cross-policy 

instruments; carbon emissions;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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